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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制品组合间对比是石制品研究的关键一环，定量分析凭借其在复杂变量对比研究中具有的客观

优势拓宽了石制品组合间对比的视野，与考古学思想、石制品组合内涵解读的深化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般而言，定量分析方法分为图表法和统计法两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步骤：选择对比组合，确定研究目标；

根据研究目标提取变量；选择合适的定量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解释仍为石制品研究的重点，

定量分析方法更多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应用时需检验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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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ing assemblages is a key to lithic analysis. From the history perspective,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hic assemblage may be outlined two aspects:1)a lithic assemblage 
is sets of objects and features generally from a site or a layer, we might get the meaning of 
technology, culture, or even func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presence or absence of its material 
or composition; 2)lithic assemblage was formed in a complex process, therefore, besides 
concerning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ssemblages, factors like the boundary 
of the assemblage and the life cycle of artifact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Nowaday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nterdiscipline, with the objective advantages in multivariate 
comparative study, quantitative analysis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comparing assemblag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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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includes graphical method and statistics. However, such kind of practice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in China. The advantages of graphical method are those could present complex data 
multidimensionally and simultaneously and also contribute to increase the readability. It chiefly 
includes Cumulative Graph/Curves, Clustered Histogram/Accumulative Histogram, Snowflake 
Diagram and Radar Grap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tter two is that they could reduce the 
variates with classification, and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Nevertheless, it is better to combine the 
methods like use-wear analysis and residue analysis in classification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In statistics, assemblage diversity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by researchers 
all the time, including the aspects of richness, evenness and heterogeneity. The available methods 
could be regression method, simulation method, Shannon-Weaver information statistic H, 
Pielou statistic J and so on. Considering the sample effect, researchers now prefer nonparametric 
estimators like Jackknife Technique, Bootstrap, Rarefaction (Interpolation) and Extrapolation. 
With the correlation and confidential intervals given by these methods, researchers may estimate 
the “true” size of assemblage when the sample size is limited but the variants are in dependency. 
The general procedure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confirming the research target, and then 
extracting variate, examining the correlation, after that choosing the method, finally returning 
to qualitative analysis. Alth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comparing 
assemblages, it still lacks unification and standards. Therefore, when these methods are put 
to use, it should be placed into the archaeology frame with cautious consideration. In a word, 
in spite of the objectivity of artifacts assemblage comparison that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uld 
add, this method should still be regarded as a supplementary method, to be more precisely, a 
supplement to qualitative analysis.

Key words: Quantitative analysis; Lithic assemblage; Comparing assemblages

1 引 言

石制品是史前人类留下来能被研究的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之一。石制品分析是旧石器

时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石制品组合间对比是其中的关键一环。组合间对比的重

点多在于寻找一个组合与其他组合之间的异同，从而进一步理解组合独特性的形成因素或

石制品组合之间的关系。从中国目前的研究状况看，不论是发掘或调查报告，还是研究性

文章，在对比讨论时 “ 文化属性趋同 / 一致 ”、“ 表现出较多相似性 ” 等概括性的定性描

述较为常见 [1-10]。然而，文字作为一种表意性符号难以完全实现具象化表达，隐藏在石制

品组合中的复杂信息及关系很难用文字呈现出来。目前，在交叉学科日益发展的背景下，

信息整合研究成为明显趋势，定量分析因其在多变量复杂分析及对比研究中的客观优势，

在考古学研究中也发挥着日益凸显的作用。定量分析方法在组合间对比中的应用由来已久，

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探索与尝试 [11-14]，整体上多表现为以计数及频率计算为基础、以简单

描述为目的的图表法，相应的专题研究还鲜少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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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学界的一些研究进展，本文从石制品组合间对比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比

时所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等方面，探究石制品组合的概念和定量分析方法在对比研究中的

应用特点与发展变化，归纳定量分析的一般过程和注意事项，思考在多学科交叉背景下，

如何更好地合理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以期进一步提升中国石制品组合间对比的水平。

2 概念与背景

组合（assemblage）被认为是考古学中最重要的理论结构之一，常用于解释考古记录 [15]。

研究者对于组合有各自的定义，或认为组合是一群共同出现在某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人工制

品 [16-17]，或从考古遗址的层面定义组合为某一特定遗址或地层中发现的所有人工制品 [18-21]。

实际上，遗址或地层本身包含时间和地域两个因素 [22-23]。一个遗址或地层可能同时出土石

器、陶器等不同材质的人工制品，在定义时通常将一个组合所包含的人工制品限定为同一

种材质，或者直接将同一材质置于组合之前 [16,18]，比如石制品组合。当然，偶尔有将某特

定遗址中所有材质的人工制品作为一个组合的情况 [16,22]。

组合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是一个个可见的物质实体，还包括其所承载的信息。

石制品组合被部分研究者解读为文化活动 [24] 或文化系统 [25]，通常依据的是组合中石制品

的形态及其组合。也有研究者提出组合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应包含石料、类型、技术、功

能等多方面的信息 [16]，代表人类全部的活动 [17]。借助地层学和测年手段可以获取原地埋

藏的石制品的年代。通过组合间对比可以识别其所属工业或文化，推断技术的特征、组织

及演变，或结合其所属背景，推断人类活动。

不过，一些研究者对组合的定义表示异议 [21, 26-31]，认为组合并不存在固定的组成，而

是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地层或遗址是人为划分的，在组合定义与研究中应该摒

弃，代之以从不同的范围定义组合，寻找组合大小（assemblage size）或样本大小（sample 
size），即一个组合内包含的石制品数量 [21] 与其内部构成之间的关系，寻找人类活动与物

质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3 定量分析方法

考古学中的定量分析是指利用数学方法研究考古现象中的各种数量关系 [32]。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Spaulding 就将定量分析法介绍引进考古学 [33]，之后涌现出众多尝试，石

制品组合间对比也成为一块试验田。到了 90 年代，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已不仅是单纯借

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还出现了一批专用于考古学研究的新方法。

      定量分析主要是将组合中包含的信息提取出来作为变量，包括属性变量（亦称类别变

量或定性变量）和数值变量（亦称定量变量）[34]。前者反映组合内个体的类别特征，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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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征等；后者以数值作为表达，如尺寸、重量、类型频数（count）1) ／频率（frequency）2)

等。从研究史看，用于石制品组合间对比的定量分析方法可分为图表法和统计法两大类，

前者运用简单计数及百分比统计加以对比分析，更加关注数据的图表呈现，后者则借鉴统

计学进行多元变量分析，更加关注数据之间的潜在关系。一般可采用 EXCEL、SPSS 这两

种操作简单的软件实现运算和制图。

3.1 图表法  

图表是数学语言的一种重要表述方式，在石制品组合间对比分析中应用广泛，目前

仍受研究者们的欢迎，原因主要在于图表语言相较于自然语言不仅简明清晰，而且更容易

揭示出数据中所隐藏的规律性 [32]。图表法，即将组合中提取出来的名称变量或数值变量

的频数及频率等用表格和图形加以呈现，通常以名称变量作为其中一个轴上的变量。以表

格作为表现形式在石制品分析中必不可少，同时也是定量分析原始数据制作的第一步，进

一步分析时还会用到一系列简易图表。

3.1.1 累积曲线图

累积曲线图（Cumulative Graph/Curves）是将组合内名称变量的频率逐渐累加后形成

一条曲线，提供关于组合的图像表达，因而不属于统计方法 [35]。从 20 世纪 50 年代甚至

更早以来，该方法在欧洲就被作为一种描述性工具被广泛用于比较不同旧石器遗址的石制

品 [36]。累积曲线图可用于研究组合间石制品类型或技术的异同，也可用于研究某一地区

石制品类型或技术的变化。根据不同组合呈现出来的曲线，累积曲线图有利于分辨不同石

器组合整体类型构成的连续变化 [37]，根据斜率变化凸显差异，有助于快速抓住问题的关键。

Irwin 和 Wormington 利用累积曲线图对比来自北美大平原古印第安遗址的 3 个不同

组合的工具类型（图 1），以了解在某一时间阶段内该地区石器工具的变化，以及各遗址

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先计算出每个类型及亚类型在某个组合中所占百分比，即类型及亚类

型频率，然后沿着横轴以均匀间隔依次列出所有石器的类型及亚类型（也可以数字作为编

号代替）；纵轴以逐渐累加的方式表示组合中每个类型或亚类型的比例 [16]。

目前，也有一些研究者采用类似的簇状柱状图（Clustered Histogram）、堆积柱状图

（Accumulative Histogram）和条形图（AccumulativeBar Graph），这三种图示法更侧重于

展现具体数值及其分布范围，如 García-Medrano、Ollé 等 [38] 在研究中更新世石器组合技

术变迁本质时就充分利用了这几种图表在对比时所具有的优势（图 2，图 3，图 4）。

3.1.2 雪花图

雪花图（Snowflake Diagram）由 Herman 和 Montroll 率先提出，后由 Kwamme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石制品研究 [39]，Odell 也将该方法用于石制品组合间对比，具体操作是

将石制品组合中的几种类型合并为几条轴（一般为 4-8 条），每一条轴代表某种特定涵义。

Odell 曾以 Winters 创建的一般功能类别结构为基础，运用雪花图研究美国伊丽莎白遗址 6

1)　频数：借用统计学术语，频数指变量值在某个区间内出现的次数，就石制品组合而言是指某个变量值在组合中出现的次数，

如以类型为变量，那么类型频数就是一个组合中共包含的类型数量。

2)　频率：借用统计学术语，指频数与该区间内所含个体数的比，如刮削器在石制品组合中出现的频率就是刮削器与组合石

制品总数的比。在一定程度上，频率的大小反映了某个变量在组合中出现的可能性的大小，频率越大，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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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个古印第安遗址工具组合间对比的累积
曲线图（依 Odell, 2004）

Fig.1 Cumulative graph for comparison of tools 
among assemblages from three Paleo-Indian sites

图 2 组合间不同原料产品频率对比的簇状柱状图
（改编自 García-Medrano et al, 2015）

Fig.2 Clustered histogram for comparison of 
raw materials of products among assemblages

图 3 产品和其他石制品在各个组合中所占频率的
堆积条形图（改编自 García-Medrano et al, 2015）
Fig.3 Accumulative bar graph for comparison of 

percentage of products among assemblages

图 4 各组合大型工具毛坯频率对比的堆积柱状图
（改编自 García-Medrano et al, 2015）

Fig.4 Accumulative histogram for comparison of 
blank types of large tools among assemblages

号堆积下部石器组合的功能，并与其他遗址进行了对比分析（图 5）。他将组合中的石器

类型分组归类，每一类别代表某种特定的功能：雕刻器、锥钻等归为工具维修（Ⅰ轴），

石臼、锯齿刃器等归为植物加工（Ⅱ轴），投掷尖状器、旗石（bannerstones）归为动物

获取（Ⅲ轴），石锛、砍砸器等归为一般重型使用工具（Ⅳ轴），修理石片、石锥等归为

一般轻型使用工具（Ⅴ轴）。结果表明，伊丽莎白遗址曾被用来从事植物加工、猎取动物

等多种活动，应是一处营地 [40]。

雪花图适用于对比研究石制品组合的功能，从而推断不同遗址的功能或该地区人群的

生业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将组合中蕴含的变量根据某些特定标准再次分组归类，一方

面，能够减少变量，直观比较组合的不同类型，同时呈现多个维度的考古数据；另一方面，

可以揭示出单个或单组变量无法直接反映的含义。在实际运用中，雷达图（Radar Graph）
（图 6）可与之相媲美。但是，不论雪花图还是雷达图，运用时都需慎重考虑再次分组后

所赋予的含义是否可靠，比如 Odell 在正式运用雪花图进行对比前，先采用微痕分析检验

了 Winters 假设的各组类型所代表的功能类别。也就是说，这两种图表的使用如果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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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科技考古手段，数据的准确性及结果的可靠性将大大提高。

3.2 统计法 

统计学是数学推理的一个分支，用于多变、不确定且有误差情况下的逻辑推理。定

量分析、数学运算和统计方法在现代考古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4]。相较于图表法，

统计法显得更为复杂，需要运用统计学的运算公式，在简单变量获取基础上进一步运算，

并将结果通过图表或公示呈现出来。在石制品组合间对比研究中，统计法在衡量组合多样

性研究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下文将着重介绍此类研究。

组合多样性（Assemblage Diversity 或 Assemblage Variability）一直被认为是考古学中

的关键问题之一，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考古学家尝试采用多种方式对之进行比较和衡

量 [16, 41-46]。组合多样性是一个相对概念，必须通过与其他组合的比较才能衡量。一般而言，

石制品组合的多样性包括三层含义：1）组合丰富度（Richness），指组合所包含类型的数量，

与组合石制品的频数或频率无关；2）组合均一度（Evenness），用于测量组合内个体是

否平均分布于各个类型中；3）组合异质性（Heterogeneity），依赖于丰富度和均一度，

一般可通过均一度加以反映 [40, 43, 45]。

多样性这一概念借鉴自生物学 [47]，石制品组合间对比时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多学

习生物学中衡量物种多样性的方法，并在不断运用于石制品研究的过程中得到改进。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回归法（Regression method）[48-49]、模拟法（Simulation 

method）[41]、香农 - 韦弗信息 H 指数（Shannon-Weaver information statistic H）3) 和皮耶罗

均匀度 J 指数（Pielou statistic J）4)[15, 16, 50] 得到大量应用。

3)　香农 - 韦弗信息 H 指数（Shannon-Weaver information statistic H），一般称为香农多样性指数，系由
Shannon 和 Wiener 于 1963 年提出。当群落中只有一个群存在时，香农指数就达到最小值 0；当有两
个以上群存在，且每个群仅有一个成员时，香农指数达到最大值 lnk。在计算组合多样性时多参照 Zar
从原公式中得到的导函数，其中 n 表示样本总量，fi 表示类型 i 的数量，H 是种类中表示异质性的指数。

4)　皮耶罗均匀度 J 指数（Pielou statistic J）源自生物学，用以表示物种的均一度，描述物种中个体的
相对丰富度或所占比例，其运算公式为 J = H / Hmax。其中 H 即为香农指数，Hmax 是 H 的最大值 ——
lnk。最终得出的结果在 0 至 1 之间，越接近 1 表示分布越均匀。

图 5 伊丽莎白遗址 6 号堆积与福斯遗址石制品组合对比的
雪花图（依 Odell, 2004）

Fig.5 Snowflake diagram for assemblage comparison 
between Sub-Mound 6 and Foss site

图 6 伊丽莎白遗址 6 号堆积与福斯遗址石
制品组合对比的雷达图

Fig.6 Radar graph for assemblage comparison 
between Sub-Mound 6 and Foss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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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者认为组合大小对于组合多样性具有一定影响，Buzas 和 Hayek[51]、

Shott[15]、Baxter[42] 等人还用定量方法证明两者的关系十分复杂。样本大小对于组合多样性

的影响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石制品生产、使用的生命阶段的影响，由于当时组合多样

性基于石制品类型数量，因此分类相当关键；2）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活动范围、居住

时间、人口规模等，都会影响到一个组合的分布范围、数量以及内部构成；3）后埋藏的

影响，包括水流搬运、各种物力机械作用对于石制品形态的改变等，研究者获得的石制品

组合可能并不是其 “ 真正的 ” 组合。

随着对石制品生产技术和工具使用认识的加深，出现 “ 聚合分类法（Paradigmatic 
classification）”。这一空间分类体系

[46, 52-53]（图 7）更加有助于定量分析，其中每条轴代

表石制品的一个形态特征，每种类型可以由这些特征轴组合、排列或交叉得到，研究者可

以通过组合给出类型数量的范围或可能存在的区间。这个三维模型存在的空白处表明某

些形态是不会同时存在于一件石制品上的，可以帮助研究者思考其功能或文化的原因。

Hammond 等 [50] 研究者在研究美国圣克鲁兹（Santa Cruz）北海岸贝冢地区人类群体的技

术组合趋势时，根据 “ 操作链 ” 将组合内的石制品按其所处的生命阶段划分，再利用香农 -
韦弗信息 H 指数和皮耶罗均匀度 J 指数对比该地区 8 个石制品组合的多样性，从而理解

组合的技术组成。从 H 指数和 J 指数的结果可以看出各个组合中石制品的分布相对均匀，

从两个指数的相关系数（图 8）可以看出各个组合有着相似的组成。结合原料获取、石核

剥坯等环节的分析，他们提出，该地区人群曾从事多种石制品技术活动。

3.2.1 非参数估算与组合多样性

研究者将研究组合多样性的重点放在寻求解决样本大小上，一方面应用一系列统计

学方法来减少样本大小对于衡量组合多样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影响样本大小的因素入手，

分别分析这些因素与组合多样性之间的相关性。

由于组合真正的大小与观察到的组合大小不一定一致，且多采用属性变量衡量组合

多样性，所以，采用非参数估算（亦称非参数检验）来进行统计检验和判断分析可能更加

适合。刀切法（Jackknife Technique）[51] 和靴襻法（亦称自助法，Bootstrap）[42] 被认为能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回归法和模拟法关于样本大小的问题。这两种方法属于非参数估算法，

可以重复取样，通过样本推测组合应有的大小，呈现出相应样本大小下组合的多样性。刀

切法和靴襻法的优势在于无需预设和关于组合原始数据的研究 [54]，可以减少估算时的偏

差，还能够提供大概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说明结果的可信度。靴襻法比刀

切法的应用范围更广，但两者都不适合样本太小的组合。上述方法给出的是单界置信区间

（single-bounded confidence interval），只能估算组合间丰富度的最低值，无法限制最高

值。因此，Colwell[55]、Eren、Chao[46, 53] 等学者更推荐采用双界置信区间（double-bounded 
confidence interval），即同时包含最低值和最高值，如稀疏标准法（Rarefaction method）（又

称内推法，Interpolation）和外推法（Extrapolation）来减少对比时的偏差。稀疏标准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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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通过两两比较来判断一个组合是否与样本量更大的组合拥有相同的组织，具体是将所

有组合的样本缩小到最小样本的大小，从而在相同样本容量的条件下进行比较，得到置信

区间的最小值。而外推法是根据观察到的组合样本与类型之间的关系，来推测当样本大于

最大值时所呈现出来的组合多样性的近似值，从而得到置信区间的最大值。

Eren、Chao 等研究者采用双界置信区间法估算北美五大湖下游地区克洛维斯石器的类

型丰富度。他们首先根据聚合分类算出晚更新世期间北美克洛维斯古印第安人各个组合中

两面器最多可分的类型，然后利用稀疏标准法和外推法 5) 推测出各个组合类型丰富度的值及

相应的置信区间。结合关于集食者大本营居住模式，定居型集食者短距离地频繁移动于各

地以从事各种不同的活动，石制品组合将表现出差别很大的类型丰富度；相反，后勤型集

食者的大本营不那么频繁地进行远距离移动，不同遗址间的组合丰富度则相差较小。Eren、
Chao 等人的研究显示各个组合丰富度和置信区间会有大量重合部分（图 9），表明不同遗

址间类型丰富度差别并不十分显著，该地区的集食者更有可能采用后勤型居住模式。

3.2.2 线性模型与技术复杂性

技术丰富度（Technological richness）指一个群体使用工具的总数，亦称工具包结构

（Toolkit structure），包括丰富度（Richness）及复杂性（Complexity）[56]。样本大小对于

丰富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样本大小和组合中的类型数量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个应对办法是将技术丰富度与这些因素分别进行两两比较，再根据其相关程度判断影响

技术变化的原因。可以采用线性模型，用于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对比分析时要

求对比的组合样本大小相似，或者是年代和分布区域等背景资料较为明确。

5)　 操作方法是横轴为组合的样本量或样本范围，纵轴为类别的频数，可以通过 SPSS 和 iNEXT 软件计算得到。iNEXT 免费

下载地址：http://chao.stat.nthu.edu.tw/blog/software-download/

图 7 三维聚合分类的三维立体空间展示
（依 Eren et al, 2012）

Fig.7 A three-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of a 
paradigmaticclassification of three dimensions

图 8 丰富度和均质性的相关系数
（依 Hammond et al, 2015）

Fig.8 Correlation between richness and 
homogeneity



‌• 339 •3 期 刘吉颖等：石制品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组合间对比

北美地区尖状器的技术丰富度和复杂性是理解狩猎采集者对于工具数量和专门化

程度决策的重要证据，因为不同类型的尖状器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以往民族考古学研

究和考古学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和环境风险是促进该地区尖状器技术复杂化的动因 [57-58]。

Buchanan[59] 等人采用线性相关方法对此做了进一步检验。他们共进行了两组对比，分别

分析每个时期尖状器类型数量与当时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或与环境风险之间的关系。首先，

根据柯尔莫哥洛夫－斯米尔诺夫检验（Kolmogorov-Smirnov test），选择皮尔逊双变量相

关 r 系数（Pearson bivariate correlation r）[34] 分别得到尖状器类型数量与人口规模、尖状

器类型数量与区域环境风险（降水）以及尖状器类型数量与全球环境风险（温度）三组相

关系数。皮尔逊相关 r 系数属于回归法，可以量化两组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得到的

相关系数值在 -1 到 1，绝对值越接近 1，表明相关性越强。结果发现尖状器组合的丰富度

只与全球气温呈显著相关（r=0.812, p=0.027）（图 10）。同时，他们采用广义线性模型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GLM）做同样分析。该模型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不要求变

量一定连续，恰好适应石制品变量的特征，只是该模型的准确性也会随之有所降低。两种

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一致：只有环境风险（温度）对尖状器的丰富度有影响，即当环境发

生变化时，狩猎采集者才会相应地调整制作技术以提高资源获取效率，出现创新等。

4  结 语

从石制品组合研究来看，对 “ 组合 ” 的理解包含两层意思：1）石制品组合即考古遗

图 9 七个遗址边缘类型的稀疏标准化和外推法双界
95% 置信区间曲线（依 Eren et al, 2012）

Fig.9 Rarefaction and extrapolation curves for edge 
class data from seven sites with doublly-bounde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黑点代表参照样本。实线表示稀疏标准化曲线，阴影部
分表示预测的 95% 置信区间。虚化曲线表示外推法曲线，

阴影部分表示预测的 95% 置信区间）

图 10 德克萨斯州尖状器类型演变与全球环境风险
（温度）之间的散点分析图（依 Buchanan  et al, 2015）
Fig.10 Scatter plo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point types in Texas by time period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risk proxy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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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或地层中发掘获得的所有石制品，由可见实体组成，一般认为其内涵包括石料、类型、

技术、功能等，据此提取石料、类型、技术类型的频率和频数或石制品测量数据作为变量，

研究组合的文化、技术特征，或进一步结合遗址背景研究技术组织、人类活动等；2）石

制品组合是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除了关注组合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还考虑到组合的边

界问题、石制品的生命周期等因素，主要关注组合大小与其内部构成之间的关系，人类活

动与物质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石制品分析中，组合的优势在于能将共同出土、内涵未知的物质实体作为一个整体，

从其所属背景中独立出来以提取信息，是对比研究中一个强有力的单元。上述关于 “ 组合 ”
的两类理解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只是在组合间对比时要明确不同组合的外延一致。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石制品组合间对比需要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步，选择对比组合，确定研究目标。定量分析的目标在于能以具体数据或范围

说明特定问题。其特殊性在于将对比对象转化为数字，在一定程度上从所属的考古背景中

剥离出来，尤其是采用统计方法进行对比时。这就要求对比组合的外延要一致，并确保至

少有一个组合的年代（或地层）是确定的，当然，也可以将较为复杂的组合划分为几个亚

组合进行对比。从 Binford 对文化历史学的 “ 标准化理论 ” 提出批评后，考古学家纷纷将

研究重点转向考古证据中的各种变化或差异
[61]，石制品组合间对比的目标不再满足于确

定年代序列与文化属性，而更关注于过程研究和整合研究，包括技术变化、技术风格、文

化传递（cultural transmission）、流动过程、认知能力等 [60-64]，中国研究者也逐渐关注到

此类研究 [9，65]。

第二步，根据研究目标提取变量。变量分为名称变量和数值变量两类。石制品组合

中的信息载体包括石料、类型、技术、功能等多个层面，可以从中提取出石料、石制品类

型、技术类型等作为名称变量，数量、尺寸、重量等作为数值变量。实际上，变量的提出

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因为所提取的各种数值变量不一定能够如研究者所预想的那样具有

一定的规律性或考古学意义。因此，需要采用检验方法做相关性检验。变量的选取是一个

十分关键的步骤，因为这反映出研究者对于石制品内涵的理解。对应于目前石制品组合间

对比的研究目标，变量多为石料以及与形态有关的测量数据等。

第三步，选择合适的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概括起来可分为图表法和统计法

两大类，前者的优势在于能多维同时呈现复杂数据，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分析的可读性；后

者的优势在于以统计学原理将一个个独立的数据联系起来。本文介绍的所有方法都可借助

EXCEl、SPSS、iNEXT 等软件的帮助得以轻松实现。

图表法的适用范围广泛，适用于同一变量在不同组合之间的比较，探究几个组合间的

异同或变化。累积曲线图的优势在于呈现数据的整体趋势，突出差异，帮助研究者快速找到

问题的关键，但只限于属性变量；簇状 / 堆积柱状图或直方图的优势在于呈现数据的具体数

值和范围，可以帮助研究者得到较为精确的结果，不限变量类型。雪花图和雷达图的特点是

能通过归类减少变量，得出比变量本身所代表的信息更多的信息，只是归类时，应注意数据

所代表的信息是否具有代表性，更好的办法是配合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得出的数据。

统计法既可以根据统计学的函数找到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数据关系，也可以寻找多个

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对分析对象也有一定的限制，变量的选取尽量客观，采用参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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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时要求样本满足正态分布。组合多样性一直深受研究者的关注，包括丰富度、均一

度和异质性三个方面，多借鉴生物学衡量物种多样性时选用的方法，从早期以组合类型数

量作为多样性指标到后来以研究样本大小与组合类型、技术多样性或技术变化为重点，采

用的定量分析也处于不断完善中，以应对石制品组合的复杂性。回归法用于解释两个变量

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帮助了解 X 轴的自变量如何随 Y 轴因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因而需要

预先对变量关系进行假设。相关分析有所不同，主要用于衡量两个独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程度，可采用皮尔逊双变量相关系数量化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用于对比两个组合的

技术特征。目前，具有非参数估算和提供置信区间特点的统计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推崇，

如刀切法、靴襻法、稀疏标准法、外推法等，这些方法能够通过已有的样本数据推测组合

真正的大小，给出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以及可信度的数值。不过，对于得到的结果还需结

合其考古学背景谨慎对待。原因在于与生物学中的物种不同，石制品有其特殊性，除了因

为石料破裂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主要是石制品的生产和使用都关乎人类活动，组合类别和

形态特征也不一定具有规律性。严格来说，这几种方法都适用于检验衡量丰富度的各种方

法之间的差异，或用于比较不同变量之间相关性趋势的差异，可以帮助研究者思考更多影

响石制品组合多样性的因素。

定量分析方法的探索和运用拓展了石制品组合间对比的视野，与考古学思想、石制

品组合内涵解读的深化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上文可以看到，石制品研究寻找组合间的

异同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非石制品研究的最终目的，关键在于从人类行为的角度考虑石

制品组合，在解释时将组合置于遗址所属的背景中，包括石制品分布的空间关系、环境背

景、区域背景等。

在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众多学者尝试从其他学科借鉴新的研究方法，这无疑是学

科发展的契机，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学科之间并非完全开放，而处于一种半开放的状态，

开放的一半是通用的理论和方法，封闭的一半是各自独有的实际适用性。因此，对方法有

效性的检验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体现出研究者对于方法本身的思考和改进。目前，

变量的提取各种各样，但缺乏统一的标准，研究者多将其置于自己的研究背景中，这些变

量所具有的考古学意义亟待统一和规范。因为定量分析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数字的陷阱中，

纯数据的运算最终总能得到一定的数值结果，但这一结果是否符合原先设定的意义还需谨

慎考虑。总之，尽管定量分析能增加石制品组合对比的客观性，但还是应当将其作为一种

辅助手段，准确地说是对定性分析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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